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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部形态看文学观念在中国

袁济喜

提 要 集部为中国固有学术经史子集中之一，它历经滥觞与衍变的过程，有着极其

丰富的意蕴与外延，是古人关于文学的原初视野与独特判断，它与今天全球化视野中的文

学观念与理论是如何之关系，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考察了四部分类的形成过程，以
及集部分类与文学观念的关系，提出传统的四部分类是从中国人文学术的基础之上形成

的。而集部则是其中既依存于其他分类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它彰显出中国固有的文学观
念特质，与现代流行的文学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富有人文蕴涵，今天我们的文学观念，应当

本着会通古今中西的思致，摒弃全盘西化的偏见，来建构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与理论。
关键词 四部分类 集部形态 文学观念

集部是中国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一。一般认为，它对应于现代西方学科体
系中的文学类。但是集部与现代的文学观念究竟有何关系，自近代西方教育体制取代中
国传统教育体制，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近代学者
章太炎在他的《国故论衡》等论著中，力主传统的文学观念; 而王国维等人则主张西方的
文学观念。“五四”以来，关于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关系一直聚讼纷纭，影响
到当今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之上。
近年来，关于集部文献的整理及个案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过，关于集部形态

与文学观念等问题的总体研究，成果依然欠缺。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学术的四部分类，以
及集部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蕴藏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学观念，通过集部与现代意义上的文

学观念的比照，可以深入开掘其中的文化蕴藏，使当今的文学观念真正植根于古老的华夏

文化土壤之中。本文拟对此加以初步的探讨，以冀见教于方家。

一 中国文学形态与四部分类

文学观念，一般是指对于文学范围及本质的自觉认识。文学观念集中反映出特定主
体对于文学范畴的认同，对于我们认识特定时代与族群的文学活动，具有关键词的重要意

义。
目前我们日常使用的文学学科意义上的“文学”一词，依据百度网站的百度百科的解

释，“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
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 称作体裁) 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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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①其实，这类文学观念，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是二十世纪初随
着近代西方学科体制取代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之后，从西学移植过来的，②不仅与中国传统

的“文学”一词含义不相符合，而且文化基础也根本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以亚里士
多德为代表的的形而上学，注重主体的知情意三分法，强调认识与伦理、审美功能的不同，
文学艺术注重对于客观的摹仿，以及形式之美。到了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时期，学者们依
然沿袭这种知情意三分法，至 1750 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滕发表用拉丁文写成的专著《美
学》时，首次将美学独立出来，作为与哲学与伦理学不同的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
与美学相关的文学艺术则独立于哲学与伦理学之外。③ 到了现代德国哲学家康德建构
“批判哲学”时，将审美判断作为与认识活动、伦理实践相区别的一种主体功能，从而使审
美与文学艺术具备了纯粹的精神价值，“美在于形式”，“美是不关功利”的观念流行一时，
影响到叔本华与尼采等人。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西学东渐，特别是“五四”之后的文学思潮，大都奉此为圭

臬，将“文学”与美文，与唯美主义联系起来，意欲脱离中国传统的诗教观念。④ 二十世纪
初，清政府废科举，立学堂，西式教育和学科体制代替中国传统教育及其学术体系，西学的

文学观念体系遂得以普及，再加上解放后我们对于前苏联教育体制与学术理念的过份依

赖，因此，我们现在日常流行的文学观念，基本上可以说是西学影响下的产物，与中国古已

有之的“文学”大不相同。
在先秦时期，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学、哲学等著述典籍统称为“文学”。《论语

·先进》载:“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
学: 子游，子夏。”现代人们常用的狭义的“文学”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南朝
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中《文学》一门时可以考见，其中文学作为与德
行、政事、言语并列的人文学术，是从孔门四科而来，主要指儒学与玄学、佛学等人文思想
学说，同时也包含有诗赋创作与山水品赏等审美活动。汉时“文学”主要指儒学( 即经
学) ，而讲究文采辞藻者称之为文章。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赞》说: “汉之得
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⑤这里所指的
“儒雅”与“文章”并称，是指两类不同著述。汉末三国时，文学依然指儒学为主的学术。
譬如三国时夏侯惠推荐刘劭时称赞他: “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
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

其明思通微”。⑥ 这里文学与文章对举，文学指人文学术修养，文章则指偏重文学性的辞
章写作。中国古代虽然有不少讨论文学形式的书籍，比如《诗格》、《赋格》、《文则》等，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作为现代新媒介的网站百科，在表述一般性的常识与观念方面，相对于教科书，更具有通识性，

故加以采用。此条参照各相关教科书，内容基本一致而影响力显然更大。

参见王齐洲:《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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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康德传》等，参见《王国维文集》卷 3，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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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流的文学观念却是始终将文学事业置于整个人文学术环境之中，通过汉语文化精神

去建构文学观念，从传统国学四部与文学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国古代的学术，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一种追求总体有序的学术观念。这是与西方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注重分类的学术思路有所不同的。自老子与孔子开始，就开始关注对
于夏商周文化的评价与文化重构问题。老子认为，夏商周以来的文化，造成文化的断裂与
人心的堕落，为此倡导回归大道，老子提出: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为。”①《庄子·天下篇》概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②庄子认为，道的真理性是至一的，后世由于天下大
乱，各执一端，众说纷纭。这种文化理念，也是孔孟所共有的。对于礼崩乐坏的忧患，对于
学术不能回归大道的忧虑，构成他们文化批判思想的主体。班固的《汉书? 艺文志》正是
基于此种学术观念，而提出学术分类观念的: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
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
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
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
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
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
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
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
《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③

班氏尊儒，他的《汉志》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也是国学四部的前驱。从他的这段话
中，我们可以总结三点: 一、最早的学术分类是鉴于道术分裂而产生的，汉武帝开始整理图
书正是从这种兴废继绝意识开始的; 二、这种图书整理，既是一种目录学上的廛定，同时也
是一种学术批评的过程。这一点，从汉志到四库，一直十分清楚。三、以文学为内涵的
《诗赋略》，是包含在这种学术体系之中的，集部雏形的确立，从一开始便被置于这种学术
平台之上。
从学术分类的演化来看，四部形态的生成，无疑是与汉魏以来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

术的演进相关的，对此，《隋志》有过详实的论述与分析。大体说来，班固在刘向父子《七
略》的基础之上编成汉志。汉魏以来，学术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学术多元化成为趋势，
西晋荀勖编著《中经新簿》，将所有的书籍分为四类: 一为甲部，有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为
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为丙部，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为
丁部，为诗赋、图赞、汲冢书。将六类约为四类是目录学史上的一次飞跃，但就目录学史而
言，东晋南朝时期仍是七部与四部并行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目录学著作，就现存
的资料来看，王俭和阮孝绪的著作最有名。王俭由宋入齐，他曾经编过《宋元徽元年四部
书目录》和《七志》两种著作，前者遵四部新法，后者寻七分旧法。阮孝绪要晚一些，主要

①
②
③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48 章，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28 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56 页。
［汉］班固:《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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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于梁代，其所编目录学著作为《七录》，其名虽旧，其实很新。王俭之“文翰志”较之荀
勖《中经新簿》更为纯粹，但这种纯粹似非基于别集观念的更新，而是继承《七略》“诗赋
略”而来。但改为“文翰志”显然有包括其他文体的意思，这一点又被阮孝绪所继承。阮
孝绪吸纳了新的学术观念，他虽遵循《七略》的传统，但却促成了四部格局的最终定型。
阮孝绪调整了《七录》“文集录”内的分部问题，改变了自《七略》以来登录文翰的方式，将
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与杂文四部，奠定了后世集部的分类基础。至清朝乾隆年间纂
修《四库全书》，集部类除了《隋书·经籍志》所列类别之外，还依据后来中国文学史的发
展，增加了“诗文评类”和“词曲类”。
所以，这种四部体系之中的文学观念，很难与西方的文学观念相接榫，在四部分类的

体系之中，许多按现在的文学观念看来应当是文学的内容，恰恰没有放到集部之中，而被

纳入到其他部类之中，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不仅在于集部形态之中，而且分派在

经史子部之中。这是与西方纯文学观念大不相同的地方。对此，我们不妨作一些分析。
首先，被现代人视为文学范畴的《诗经》，从来就没有放到集部中，而是列入经部之

中。《诗经》在先秦时代，被当作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应对出处的经典，是人生价值与知
识体系的统一体。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论《诗》时强调儒家六艺的有机
性，认为《诗经》只是其中的子系列而已: “六艺之文: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 《诗》以正
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 《书》以广听，知之术也; 《春秋》以断事，
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①这种文学观念谱系，在刘勰
的《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完整的演绎，《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等五篇“文之
枢纽”作为文体论与创作论、鉴赏论之纲领，这种文学思想，不能不说秉承了班固的思想。
与《诗经》相关的乐府诗，在四部分类之中，则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它与六艺略

之中乐类相邻，另一方面，则有民间歌诗的地位。因而，历代艺文志与经籍志对待乐府诗
时不尽一致。《汉志》将其列入诗赋略中，有“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班固是从
采诗观风的角度来看待乐府，而淡化其郊庙作用，他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
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②《隋志》沿袭这
一做法，将《乐府歌辞钞》等列入总集中，仍属于集部范畴。《旧唐书》仍将《歌录集》八卷
等列入集部之中，但是欧阳修等人编修《新唐书》时，却将乐府诗与乐论等并列入经部之
中，集部中不再有乐府诗的著录，与《隋志》不同。这可见欧阳修等人的尊经倾向导致了
四部分类标准与前人有所不同。
其次，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被列入子部中，而没有列入集部。在西方，小说作为叙事艺

术，一直受到重视，但是在中国，小说由于与诗歌、音乐等易于教化的文艺体裁相比，娱乐
成分较大，历来受到轻视，作为观风的附庸，而被列入子部。《汉志》已列有小说家十九
家，东汉思想家桓潭言:“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
之辞。”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对于小说评价颇低: “小说家者流，盖出
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①
②
③

［汉］班固:《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23 页。
［汉］班固:《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56 页。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 31，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988 页。



20 《中国文化研究》2012 年夏之卷

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
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①小说由于追求娱乐，虽然必有可观者，但是君子弗为。班固在列入
小说篇名时往往加以恶评。魏晋时代的小说很发达，产生了《世说新语》这样的笔记小
说，但是只被列入子部中。《隋志》在子部列入《世说》、《笑林》等 25 部，评价上算是比
《汉志》宽容了一些，但是也仅仅将其作为观风察政的器物: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
也。”②可见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观念并不覆盖这类作品。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学观念传入
中国，梁启超等人鼓吹“小说界革命”，小说的作用才得到重视与推介。
再次，传统的文字学著作没有被纳入集部之中，而是一直被列入经部之中。这是颇为

耐人寻味的。按照现代的文学观念，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作为符号而依附于文学
写作。但是在传统的学术分类之中，文字首先是作为文化裁体而存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
形式因素，《汉书·艺文志》在经部中列入《史籀》、《苍颉》、《凡将》《急就》等小学十家，共
四十五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序录中提出:“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
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凡一百二章，无
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③在班固看来，文字是经典的载体，这种载体不仅是简单的
表征，而且是有着深厚的人文意蕴，可以传述经典，而不徒为调弄性情的器具。《隋志》在
经部列入《急就》、《千字文》、《说文》、《字林》、《声类》、《韵集》、《四声指归》等典籍外，还
列入《国语》十五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
卷、《鲜卑号令》一卷等典籍。作者提出:“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
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
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
语’”。④ 认为语言文字是传承汉文化的基础。章太炎在《文学说例》中提出: “尔雅以观
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
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⑤他强调文字是了解文学的根本，特别是在文化断裂面临修
复时，文字便成为文化传承，经典复兴的精神纽带，不仅仅是人选为现代文学观念体系中

的表现形式与表音字符了。章太炎在系统的论证中，强调语言文字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
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后代孽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伽、
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语言声音而造。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⑥正是因为中国的语
言文字是这样富有中国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章太炎才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依自
不依他”、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论纲》中评价章太
炎的文字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一个由最初极少的古字逐渐孽乳衍生而
生成的，彼此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每一个字词都与它的字词有着特殊的关联，并形
成自己各级繁多而相对独立的意蕴与意味，中国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思想、感情、情绪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汉］班固:《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45 页。
［唐］魏征等:《隋书》卷 34《经籍志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012 页。
［汉］班固:《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21 页。
［唐］魏征等:《隋书》卷 32《经籍志一》，第 946 页。

见简夷之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 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03 页。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陈平原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章太炎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
社 1996 年版，第 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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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是它种语言所无法完整地进行表达的，而它种民族语言所能表达的，中国语言文字

也是无法完整地进行表达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语言体系，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可以将中华民族语文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这可说是对于章太炎文字理论的正确阐
述。
从四部分类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发现文学事业与文学活动的根本性的价值

观念，并不仅仅在于集部之中，而在于思想性、经典性更强的经部与子部、史部中，这本身
就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以贯之的文学观念，即文学不仅仅是吟咏情性的产物，而且是一种超

越情性的人文精神的转化，是一种形而上的引领与感性活动的结合。可以说，中国传统的
文学观念与现代流行的文学观念相比，具备了更丰富的人文蕴涵。

二 集部的划分与文学观念

我们再来看集部分类与文学观念之关系。依照清代四库全书的划分，集部分为楚辞
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五种。这种划分，大致反映出集部历代演变的线索，
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原始面貌，即它是一个以人文学说作为基础的

文学观念体系。
最典型的莫过于将《楚辞》作为集部首类与基石的传统观念。这是从班固《汉书·艺

文志》将《楚辞》与乐府列入《诗赋略》，奠定了集部的文学观念之基础。南朝梁代的阮孝
绪吸纳了新的学术观念，更新了“文集录”内的分类情况，调整了自《七略》以来登录文翰
的方式，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与杂文四部。楚辞从此在四部体系中登上首位。
屈原蹈仁践义，九死未悔，《离骚》情感炽烈，想象恢肆，用典谲奇，辞采瑰丽，在当时

就广受推崇，西汉统治者来自于楚地，受楚风影响，再加上汉初失意文士与郡王命运多与

屈原相似，于是在汉代，效骚命篇成为风尚，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就收录有这类作品。在
汉代屈原的作品，尤其是《离骚》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并被尊崇为“经”，从刘安、司马迁、
扬雄、班固、王逸的一系列褒贬争讼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的屈原地位。
班固在关于屈原与离骚的评价上，不赞同刘安与司马迁的观点，他认为《楚辞》是

《诗》之流变:“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
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②班固
认为《楚辞》是“贤人失志之赋”，突出了它的个体性。萧统在《文选·序》中进一步评价
道: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
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③

萧统指出屈原是骚人之始祖。《文选》出于这种观念，在三十八种文体之中，专列“骚”之
一体，集中选编了屈原与宋玉、刘安的九篇作品。刘勰则在《文心雕龙》将《辨骚篇》列为
“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列举了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于《离骚》的不同评价，指
出:“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①
②
③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新国学研究》第一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 页。
［汉］班固:《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56 页。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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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①刘勰强调楚辞既与《诗经》有传承
关系，同时更具创新之价值。《隋书·经籍志》楚辞类叙录仍承刘勰的看法，作者提出: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
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
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
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
文人，咸不能逮。”②这一观念为后来的诸志所继承。例如《旧唐书·经籍志》论集部时提
出:“丁部为集，其类有三: 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
集，以纪文章事类。”③《新唐书·艺文志》提出: “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
士兴。”④这些作者都认为，《楚辞》有别于一般的诗赋，故应当单列独立。鲁迅在《汉文学
史纲要》第四章《屈原及宋玉》指出: “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
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
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⑤因此，集部中楚辞类的独立，以及专列于集部的首位，是中国古
代文学观念自立的标志。尽管儒学之士一再强调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乃《诗经》
的流变，但《楚辞》以其情感炽列，想象奇特，词采瑰丽这些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契合的价值
与形式，奠定了中国固有的集部文学形态基础的价值观念。后世集部中的其他分类，如别
集、总集、诗文评和词曲类中的文学观念，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再来看别集。它可以说是楚辞精神的拓展。四库提要《别集类》说: “集始于东汉，荀

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
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
《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
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⑥今人余嘉锡先生则在《目录学发微》中提出，别集
最早可推溯到西汉的扬雄。这些看法，偏重于图书目录的划分。其实，关于别集的文学精
神蕴涵，倒是《隋书·经籍志》说得更清楚一些。《隋书·经籍志》在别集类小序中说: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 屈原) 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

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
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
次之于此。⑦

《隋志》强调别集之名，始于东汉所创，是文士心灵世界的集聚，志尚不同，情性有别，发而
为文，集聚流传，自然形成了别集。其中强调别集的心灵学蕴涵，这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文学观念之廛定。
不过，《隋志》笼统地说别集始于后汉，更确切地说来，应当是东汉末年。以曹操与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 1，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7 页。
［唐］魏征等:《隋书》卷 35《经籍志四》，第 1055—1056 页。
{ 后晋} 刘昫:《旧唐书》卷 46《经籍志上》，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964 页。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57《艺文志一》，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421 页。
《鲁迅全集》卷 9，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0 页。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48《集部一》，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981 页。
［唐］魏征等:《隋书》卷 35《经籍志四》，第 10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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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深感于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与民生的痛苦，渴望在动荡的年岁

中建功立业，故而建安文学以反映动乱，抒写怀抱为特点，感物兴想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

作的基本特色。如曹植《赠徐干》云: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应瑒《公宴诗》: “辨论
释郁结，援笔兴文章。”曹植《与杨德祖书》: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
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此魏，足下高视于

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
顿八纮以掩之，今尽悉集兹国矣。”①曹植也指出了当时的文士踊跃从事写作的状况。在
这种文化氛围之中，曹植最早为自己编辑了诗集《前录》，并写了《前录序》: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

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
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②

这一段话可以视为汉魏文士自觉为集的宣言，对于认识集部何以在汉魏之际的兴起，可以

作为有力的证据。曹植死后，魏明帝又命人将曹植的文章编为集子，其形态与规模，于今
皆不可考。但从此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别集孕育的过程。《三国志? 魏志? 文帝纪》说曹
丕当年曾经征求过孔融的文章编为一集，后来在建安七子中的几个人去世后，又将他们的

文章收罗，裒为文集。
但是，别集的兴盛是否就是纯文学的兴起，尚有商榷之处。余嘉锡先生指出: “东汉

之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流风所渐，魏晋
尤甚。”③文士在当时，以汲汲乎著书为能事，表现出一种生命的重新认同，可以说是人生
的自觉。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提出: “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④曹丕在
《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⑤但他所谓的文章，不仅是指文学范畴的
诗赋，更主要的是指《典论》这样的子书，而《论文》则是这部子书中的一篇，采用单篇杂论
的形式而出现。曹丕指出:“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
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曹丕还赞叹: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称
赞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善于著述立论。他还在著名的《与吴质书》中叹道: “( 伟长) 著
《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⑥章太炎在《国学讲
演录》的《文学略说》中指出:“然魏文论文，不数宴游之作，而独称徐干为不朽者，盖犹视
著作之文尊于独行者也。”⑦他所说的“独行者”，主要指诗赋作者。《三国志·魏志·文
帝纪》注引《魏书》曰: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 “生有

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 42，第 1306 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 16，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1 页。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232 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 91，第 259 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 8，第 387 页。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 52，第 1566 页。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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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
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
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於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
“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
意，而天下赖安; 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

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①

这段记载令人深思。参照这段记录，我们可知《典论·论文》中提出的“盖文章，经国之大
业，不朽之盛事”，与曹丕感于生命无常，年寿不永的心态是相关的，他在与好友大理寺卿
王朗的信中，坦诚地说出了当时作为王侯的他忧惧死亡而写出了《典论》等篇章，是为了
实现古人所说死而不朽的目的，为此他撰著《典论》与诗赋百余篇，与诸儒共同讨论大义，
侃侃无倦。当时的文士卞兰在上表中赞美曹丕: “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览照幽
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絶性，体明逹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
恩，文士归徳。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
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对于曹丕文章的
赞美，包含着《典论》与诗赋这样一个综合文体。
别集在集部中比重最大，内容也最为芜杂，文体上也多样。梁元帝萧绎《金楼子? 立

言》中论及别集时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
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祗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
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 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远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
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③这可以说是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从现在所见
到《隋志》著录的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中，可知汉魏六朝的别集作者成
分很杂，既有文学家，亦有政论家，政治家等人，而且即使是三曹等人的作品。再从今天见
到四库的别集来看，也是各种文体都有，内容很丰富，很多是从子书衍生出来的，内容多涉

经史等，诗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时的著述最高的境界，不是诗赋，而是六艺与诸子之
文。我们试以对于建安与魏晋文学影响最大的汉末蔡邕的集子来考察。从四库今传的明
末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所收的《蔡中郎集》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篇目的分布
情况:

蔡邕与曹操相交甚深，对王粲有知遇之恩，又是蔡文姬的父亲，他对于汉末与魏晋文

学的影响历来为学界所认同。他的别集之中，有十一类文体，而诗赋只占有一成，而与文
学相关的连珠与颂、赞也只有三成，合起来也就三分之一左右，大量的是实用文体。在现
存的曹操与曹丕等人的别集中，情况大体上差不多。这也可见，别集的兴盛，实际上是包
括整个诗赋在内的整个学术繁荣的彰显，文学繁荣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至于总集，则同样是一个泛文学的范畴。《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有一百七部，

二千二百一十三卷，分为诗赋、乐府、七、论、赞等诸种文体，有的是专门文体的汇编，如
《诗集钞》、《玉台新咏》、《七林》，有的则是各种文体的汇编，如《文选》。《隋书·经籍志》

①
②
③

［晋］陈寿:《三国志》卷 2《魏书二》，第 88 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 30，第 507 页。
［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卷 4《立言篇上》，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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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录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

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

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①自挚
虞而下至阮氏编《七录》之时，此种书籍部帙颇繁，体例也已成熟，故可独立单列，无须更
加演绎。四库集部总叙曰: “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
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
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
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②这种编修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着文学观念因
素在内。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论》便体现出这样的观念。挚虞的《文章流
别志论》在论及赋的起源与文体特点时他说: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
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 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 故有赋焉。所以假象
尽辞，敷陈其志。”③当然，挚虞在解释赋比兴时也提出了一些较好的观点: “赋者，敷陈之
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萧统与他周遭的文学人物编选了《文选》，而萧纲与他的文学侍从徐陵等人则编选
《玉台新咏》，一部是雅文学的总集，另一部则是俗文学的总集，萧统与萧纲由此形成不同
的文学集团。萧统编选文选的标准，体现出六朝文体辨识意识，即本着“文本同而末异”

的观念，从大人文的角度去分别文体，编选总集，并非就是纯文学的观念。他首先认为孔
孟的经典，不宜作为总集中的选篇加以删削，而老庄管孟之作，不在能文之列，所以也不选

编，至于那些辨士之作，虽然语辞华美，但是难以印证，事异篇章，所以也不选取。而史书
重在褒贬是非，纪录史实，也不属于词人才子，惟有史书中的赞论，由于富有文彩，可以入

选其中。“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
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④《隋志》总集类所录还
有萧统名下所编的《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 《旧唐书经籍志》则列为二十卷) ，将诗与文
相分列，也是出于这种文学观念。萧统的《文选序》及其《文选》，通过选文标准的建立，及
其这部总集的编选实践，对于汉魏以来的总集编选以及文学批评标准的建立，作出了贡

献。章太炎在《国故论衡》的《文学总略》中指出: “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
‘不同篇籍’，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不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
之论也。”“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⑤也
就是说，昭明太子总体的文学观念，不能说就是超越儒家文学范畴的。萧统在《荅湘东王
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
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⑥这里所指的“文”显然是一个宽泛的文章
概念，并不专指现在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的《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魏征等:《隋书》卷 35《经籍志四》，第 1089—1090 页。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48，第 1971 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 77，第 447 页。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第 2 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39、43 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 20，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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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指出:“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
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概谓之笔。”①这大体上道出了当时之所谓
“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于现在的文学观念。
再来看诗文评类。诗文评在《汉志》中没有专列，一则是当时的文学批评还未发达，

二是相关内容列入其他部类之中，如《毛诗序》列入经部中，其他的相关内容列入子部中
为多，《隋志》则开始将《诗评》三卷、《文心雕龙》十卷专门列入总集之末，《宋史? 艺文
志》则列入“文史类”之中。四库馆臣说: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
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
者，则断自刘勰、锺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 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 为
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 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 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
《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此所论著，不出词五例中矣。……《隋志》附总集之内，《唐
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稗于
文章欤?”②这一段话大致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诗文评的历史以及其在目录中的
部次; 其二为诗文评的五种体例。诗文评兴起乃是因为文学创作的繁荣，引起了人们探讨
文心奥妙的兴趣，同时自觉对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达到了很高的思想维度。比如刘勰在
《文心雕龙》的《序志》中说: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 ∶ 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

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
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
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
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

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
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
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③

所以诗文评著作文献要断自《文心雕龙》和《诗品》。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个大文学
理论的体系，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文笔之辨中，他是反对萧绎等人将圣人经典排斥
在“文”的范畴之外的观念，而力主将圣人经典纳入文学范畴之内的。他反对当时文士用
有韵与无韵等形式要素规定文学的观念，坚持将文学放到人文视野中去对待。文学自觉
并不表现在文学用文学在整个人文学术中孤立起来，而恰恰是将其放到整个人类活动与

人文精神上去加以激活。
但我们在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古代的“诗文评”，不能被看做是西方文学观念体系

中“文学批评”的代名词。四库馆臣认为从体裁类型上看应该分为五种，在今天看来似为
四种: 一是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体研究派; 二是以锺嵘《诗品》为代表的艺术评

①
②
③

《鲁迅全集》卷 9，第 346 页。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95《集部四十八》，第 2736 页。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 16、726—7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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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派; 三是以皎然《诗式》为代表的诗格; 四是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代表的诗话。这四
种前二种似较明确，皎然《诗式》专讲怎样作诗以及诗中的规矩，在他之前此类作品可能
很多，现在流传的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便保留了南朝至隋唐的有关议论。这种类型在
唐以后也不少，如今人张伯伟整理的《五代诗格》等。朱自清先生在《诗言辨》中指出: “诗
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
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
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 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

获得一般的承认。”①这种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其中仍藏有古代学术观念向现代学术
观念的艰难转变。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建构，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
学者铃木虎雄出版的《支那诗论史》开始的，它说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有赖于西方
现代学术文化的整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是中西文化综合的产物。一九二七年，陈
钟凡最早出版了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学科的
草创初辟。嗣后，又陆续出版了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刘大杰、朱东润等先生的《中国
文学批评史》。建国后，特别是进入“文革”后的新时期，出版了敏泽、张少康等独著，王运
熙、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著作，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推进
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工作与学科建设。从学科的名称来说，西方文艺学一般分成
“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分，这是从西方既有的文化传统去划分的，因
而陈钟凡、罗根泽等先生认为，西方文艺学所说的狭义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中
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按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范畴，应当是涵括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诸方面的学问。后来出版的一些同类著作就用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名
称。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更能彰显中国
古代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论来阐释原理的特点，是中国文学批评关注人文性、现实性精神
的生动体现，因此，用“中国文学批评”来指称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内的中国
古代至现代的文艺学，似乎更能体现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化特征。
最后我们再来看集部中的词曲类。在中国古代社会，词曲的地位向来地下，四库馆臣

集部词曲类提要指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
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
知其然。究厥源流，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流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
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中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 曰别集、曰总集、
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②虽然
词、曲与《诗三百》同样是源流之别，但其地位仍不能得到承认。这里当是贵古贱今的思
想在干扰。然而就其分类的思想而言，词分五类，曲存二种，又是对整个集部分类具体而
微的模仿。至王国维，在《宋元戏典考》等著作中，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给予了重新的评价。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所言: “小说、词曲、诗文评，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
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

①

②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7—188 页。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95《集部五十一》，第 2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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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
成了正统文学。”①这可以说透了词曲类在集部中的文学意义的复活过程。

结 论

综上所论，从传统四部的生成与集部和自身发展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出，一、四部的生
成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的道一分殊的理念衍生出来的学术分类观念，从方法上来说，重在彼

此之间的总体联系，不同于西方学术重视一分为二式的方法论。因此，四部之间强调彼此
之间的互相联系，最高的学术境界臻于道的总体把握。二、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
观念，虽然较多地表现在集部形态之中，但决不止于集部之中，其形而上学往往在于经史

子部三部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在方法要从四部的互相联系之中。
三、由于四部的这种特殊关系，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始终存在于一个人文学术的总体
环境之中，客观上也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杂文学”的特点。但这不应当从贬义上去理解，
而需要尊重中国古代自身学术体系与理念的立场上去考量。
那么，有没有中西可以互通的文学观念呢?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大体上来说，这种文

学观念区分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范畴，是个体的人抒发情志，通过特定的体载与

形式美表现出来的文字艺术。简言之，即它的抒情性与形式之美。但西方的文学观念强
调文学自身的特点，而中国古代则注重文学与其他精神文化的联系。中国古代的文学观
念，是从固有的人文学说和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体系。其中主要受《周
易》的影响，《周易》作为秦汉诸家人文学说的集大成者，它的学说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兼
三材而两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与方法，将天地人融合
一体，去看待文学活动，彰显文学观念。这一点在刘勰《文心雕龙》的体系中表现得最为
明显。其《原道》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
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 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
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
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认为文学活动源自于天地自然之心，人类的文学
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对自然的体认，是形而上之的精神之道。中国文学观念将文学的吟咏
情性的当下性与宇宙自然之道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引伸到具体的文学观念: “至若夫子
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 雕琢性情，组织辞令”，“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
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②情信
辞巧、衔华佩实，是六朝时代文学自觉时代产生的基本文学观念，影响到唐宋之后中国古
代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念。
近现代以来，西方教育与学术体制全面影响中国，文学观念也受西学的肢解，传统的

文学观念体系日渐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与宣传

家，章太炎在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从事讲学，积极宣传西方学说的同时，以他深湛
的国学修养与人格精神，坚持从中国传统的四部学说去认识文学观念，晚年他所作的《国
学讲演录》，仍然用《小说略》、《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来构建

①
②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上) ，第 188 页。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 1，第 1、2、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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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文学观念。章太炎在《国故论衡》的《文学总略》篇中，根据朴学方法的考证与中国
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了他对文学的定义: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 论其
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 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
扎，谓之章。”①接着，章太炎对于文学作了细致的分类，如下图所示，他首先将“文”分为
“有句读”和“无句读”文，其区别为是否有“兴会神味”，然后又将有句读文分为有韵文和
无韵文，其区别为是否以感人为主。他的文学观念现在看来，固然可以再商榷，但是章太
炎立足于本土文化，注重从人文学说内在联系方面去观察与认识文学观念的思想方法，是

有明显的人文价值的。
与此同时，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人引进西方的文学与美学观念，主张文学与美学的独立

精神，提出:“餔餟的文学，决非文学也。”“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②王国维立足于中国
文化精神，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传统的戏曲与诗词，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进

行，在《人间词话》与《宋元戏典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在《屈子文学之精
神》、《红楼梦评论》等著论中存在着用西方文学观念过度阐释中国文学的偏颇。“五四”
以来的许多学者与文人，在大力引进西学阐释与建构文学观念时，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与游

戏性，固然对于中国新文学事业带来了变化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事业与学科
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对于
固有的文学观念与人文学说弃之不顾，从而造成了当今文学观念与文学事业的许多偏差，

人文流失，感官泛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从西方文学观念出发，郢书燕说，方枘
圆凿的研究方法，已成固定模式，积重难返。因此，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出发，去重建中
国文学观念与理论，应当是时候了。

( 作者通讯地址:袁济喜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100872)
(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②
章太炎:《国故论衡》，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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